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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风险链” ： 邻避危机演化的
一个风险解释框架

侯光辉　 王元地
【摘要】基于制度主义的风险管控实践严重忽视了弱势群体的风险感知，造

成官僚系统与利益公众风险定义的分歧，由此引发一系列邻避抗议争端。论文
以“阿苏卫垃圾厂抗议事件（１９９４—２０１４）”为蓝本，提出了“实在风险—感
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的邻避风险链系统，对其概念、特征、决定因素和生
成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梳理，建构了“邻避风险链评估指标体系”。这一风险
“连续统”有助于弥合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的风险分歧，为从源头上对重大工程
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管控和阻断提供理论前提，为邻避危机演化机理研究提供
了新的解释框架。论文采用了验证性的实例分析，未来，还需从数理实证层面
对邻避风险链的构成和有效性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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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设施①选址以及由此引发的邻避（Ｎｏｔ － ｉｎ － Ｍｙ － Ｂａｃｋ － Ｙａｒｄ，ＮＩＭＢＹ）
抗议在不同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普遍存在（Ｖｉｔｔｅ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３；邱昌泰，２００１；刘冰、苏宏宇，２０１３）。由邻避性设施引起的群体事件及
其造成的社会无序和紧张状态，称之为邻避危机（ＮＩＭＢＹ Ｃｒｉｓｉｓ）。关于邻避危
机成因的解释，学界形成了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融合研究的折衷主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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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公共设施邻避风险链生成与阻断机
制研究”（１４ＹＪＣ６３００４７）、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城市公共设施邻避冲突
演进机理研究———基于行为学视角”（２０１３２１０５）。

常被称为邻避性设施（ＮＩＭＢ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包括：环境风险设施，如化工厂、垃圾焚
烧厂（包括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核电站、液化气站、天然气管道、变电站、高压线、磁
悬浮轨道线等；以及污名化设施，如殡仪馆、监狱、精神病院、戒毒中心、收容所、低收入
者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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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侯光辉、王元地，２０１４）。行为主义聚焦于危机主要参与主体抗议者和政
府的行为及其互动；结构主义则强调危机产生的社会经济情境，尤其是制度土
壤；折衷主义则试图在某种框架上整合以上两种观点。目前，政策和重大项目
所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并就社会风险的评估和管控
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朱德米，２０１２；刘泽照、朱正威，２０１４ａ；胡象明、
王锋，２０１４）。但是，遗憾的是，一方面，项目风险管理实践侧重于对设施自身
风险（客观风险）的评估、管控，而严重忽视了设施所在地公众的风险感知。
另一方面，专门针对邻避设施的风险问题及其风险演化机理的研究十分匮乏
（曹祖耀、秦春，２０１２；王凯民、檀榕基，２０１４；刘中梅等，２０１４）。风险性是
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风险不仅是客观实在的，也是人们从不同文化背景和特
定场域出发建构的产物（Ｂｅｃｋ，１９９２；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０；Ｌａｓｈ，２０００）。邻避设
施选址困境及引发的社会危机，不仅源于客观风险分配的不均衡，利益主体风
险感知的畸变，更是风险在形态、规模和特性上不断演化的结果。因此，专门
进行邻避设施风险演化机理的研究，不仅是风险评估和管理的需要，也能为邻
避冲突成因及其演化的解释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以北京阿苏卫垃圾厂抗议事件（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４）为蓝本，采用“邻避风
险链”叙事框架，通过对其概念、特征、影响因素和生成模型的讨论，分析危
害性设施选址引发的风险分配、风险感知和风险演化问题，并讨论这一理论框
架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邻避危机演化及其治理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

一、从社会风险研究的转向到社会稳定风险：文献回顾

（一）风险定义的分歧和社会风险研究的转向

自１９８６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提出“风险社会”以
来，围绕“风险”“社会风险”的理论争论从未停息。由于不同学科视角和文
化差异，风险研究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王京京，２０１４）。围绕风险定
义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是损失性还是不确定性；二是风险是现
实的，还是认知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当前学界认为两者并不矛盾，风险的本
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那么，社会风险即是社会系统遭致损失的不确定性（冯
必扬，２００４；杨继君、李波，２０１４）。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分歧形成了以贝克、吉
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和以拉什代表的文化主义两个学派。贝克（Ｂｅｃｋ，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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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在《风险社会：面向新的现代性》中强调“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阴暗
面”形成的技术和生态风险，风险是“有组织不负责任”的结果，有着深刻的
制度成因；安东尼·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讨论了
现代性的制度基础，并强调现代社会制度结构转型带来的风险（Ｇｉｄｄｅｎｓ，
１９９０）。而斯科特·拉什（Ｓｃｏｔｔ Ｌａｓｈ）则提出要注意“作为一种文化的风险”
（Ｌａｓｈ，２０００：５０）。汤普森和维达斯基（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Ｗｉ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２：１４５）认
为，风险并没有增加，相反被觉察和意识到的风险增加了，“风险虽然有实质的
客观依据，但必然是通过社会形成的……是集体的建构”。社会风险源于制度和
现实，这已然成为社会风险研究的基本预设，但作为风险的社会感知常被忽视。
制度（现实）主义学派认为风险为客观世界所固有，不会因个人感知而发生变
化，基于制度主义的政策制定者注重如何评估、管理和控制社会风险。文化
（建构）主义学派则将社会风险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注重风险受众的风险认知，
并强调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其实，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一旦嵌入社
会结构之中就是建构的（张海波，２００７）。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只有将这
二者有效结合，才能对社会风险做出有效的解读。

从各国公共设施选址实践看，由于基于不同的立场，政府及其专家系统从
制度主义理解和定义风险，而由于缺乏风险知识，利益公众从其文化背景出发
对风险进行自我“建构”，导致风险的定义分歧。我国传统项目评价重视项目技
术、环境和经济风险的可承受性，缺乏对公众心理和文化伦理层面（如信任）
的分析（刘泽照、朱正威，２０１４ａ）。许多实例显示，由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
面的因素，公众的感知风险水平普遍高于技术专家（Ｓｌｏｖｉｃ，１９８７）。对环境、
健康和安全的风险感知是多数反对人士最重要的担心，不能理解公众如何建构
他们的风险观点和处理地方担忧不仅增加了东道社区（Ｈｏ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焦
虑，也导致强烈的反对情绪与冲突（Ｌａｍ ＆ Ｗｏｏ，２００９）。因此，由制度主义走
向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融合有助于改变当局只关注技术的倾向，而将公众的
风险感知纳入风险评价机制，则有助于实现评价制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
决策的合法性（Ｆｉｏｒｉｏｎ，１９８９；Ｊａｃｑｕｅｔ ＆ Ｓｔ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４）。

（二）利益公众的风险感知

国际学术界至今对风险感知研究的效用和价值仍存明显分歧。比如，有人
担心如果感知风险中存在偏见和歧视（如富人普遍歧视风险，而穷人可能对风
险无知），将风险感知纳入风险管理决策是否会导致风险分配不公；而若无视感
知风险，则政策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又何在？不过，在风险日趋复杂和国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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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的浪潮下，随着公民环境知识和风险知识的增长，风险感知的研究价值被
广泛认可（Ｐｉｄｇｅｏｎ，１９９８）。“决策需要综合主观民主和客观科学手段”的要求
也体现了其研究价值（Ｃｏｒｉｎ ＆ ＭｃＭｅｉｌ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２）。

理解利益公众的风险认知是打开邻避问题黑箱的“钥匙”。风险感知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是现代风险分析和治理的核心话题。相关研究逐步形成了以斯
洛维奇（Ｓｌｏｖｉｃ）和舍贝里（Ｓｊｂｅｒｇ）为代表的心理测量流派和以道格拉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维达斯基（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代表的文化学派（刘泽照、朱正威，
２０１４ｂ）。在邻避设施风险方面，强调需要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注意不同邻避
设施引起的公众风险感知的差异，及东道社区社会经济特征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Ｓｃｈｉｖｅｌｙ，２００７）。风险感知在分析抗争者心理—行为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并
与其他心理变量结合（如收益感知、公平感知、风险容忍、信任感知）决定了
对危害设施的接受态度（Ｌｏｂｅｒ ＆ 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４；Ｌａｍ ＆ Ｗｏｏ，２００９；胡象明、王
锋，２０１４）。公平是风险接受和风险容忍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果风险分配被认为
是公平的，人们将更乐意接受风险（Ｋｅｌｌｅｒ ＆ Ｓａｒｉｎ，１９８８）。对政府行为的质
疑，如“关门主义”式的选址程序（娄胜华、姜姗姗，２０１２）、 “最小抵抗路
径”原则下的选址公平性问题（张向和、彭绪亚，２０１０：４６）都会引发抗争。
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群体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风
险事件降低了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对技术的接受度（王凯民、谭榕基，２０１４）。少
量研究实证考察了心理变量对风险接受程度的影响（宋涛，２０１４）。

利益公众的风险感知构成和影响因素极其复杂，且存在着演变甚至突变的
可能。风险认知主要由感知利益风险、感知安全风险、感知环境风险和感知声
誉损失等构成（侯光辉、王元地，２０１４）。公众对风险的可能性、严重性、可控
性和既存性的认知，受到政府、媒体、其他公众和专家的共同作用（谭爽、胡
象明，２０１３ａ）。卡斯帕森（Ｋａｓｐ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认为风险在信息传播阶段
和社会反应阶段被扩大，媒体在风险认知传播中作用显著。由于风险信息的提
供者同时是设施选址的主体，当居民对其不信任时，风险感知会很大，阻碍正
确的风险认知的形成，并导致纠纷的长期化（Ｓｌｏｖｉｃ，１９９３）。弗林（Ｆｌｙ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考察了性别、种族和健康风险感知的数量关系。风险沟通和信息交
流有助于降低对行政的不信任和对设施优点的理解增多（Ｔｕｌｅｒ ＆ Ｋａｓｐ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Ｋａｈａｎ，２０１４）。

（三）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

中国正经历着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制度转轨、改革深化时期，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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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社会平衡不断被打破成为常态，“维稳”逐渐成为国家战略（刘泽照、朱
正威，２０１４ａ）。这一背景下，“社会稳定风险”这一极具中国时代特色的概念开
始受到重视。学界一般将其视为广义“社会风险”的等价概念（陈静，２０１０）。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对社会大系统的依赖，任何一个领域内的风险
都会影响和波及整个社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社会不安，成为社会风险”（童星、
张海波，２００７：８９）。

当前，社会稳定风险来源、形成机理等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尤其对于重
大工程项目或设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演化逻辑缺乏系统性思考。一些学者认
为社会稳定风险来源客观实在的风险因素或事件，如设施自身的技术问题和引
发的经济及环境问题（韦晨、郁帅，２０１３），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风险来源于利益
公众的风险感知（陈晓正、胡象明，２０１３）。谭爽对邻避风险的生成机理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她认为民众的焦虑心理是形成邻避项目社会风险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个体焦虑蔓延并演变为“社会焦虑”，形成“焦虑心理产生和蔓延—风险行为
促发与强化—社会稳定风险产生或扩散”循环链条（谭爽，胡象明，２０１３）。她
对核电站的实证研究表明，风险认知对社会稳定风险发挥着显著的预测作用
（谭爽，２０１３）。童星、张海波（２００８）提出了“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分析框
架，认为两者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统”（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因
果关系中，突发事件是过渡点。这体现出危机现象的“波粒二象性”（张海波，
２００７）。朱德米、平辉艳（２０１３）提出我国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存
在着公众参与的薄弱环节，由此衍生成环境风险转变成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

综上所述，学界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来源、形式和演化机理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然而，遗憾的是，就重大工程项目而言，从设施选址到公共危机的形
成，其背后存在怎样的风险逻辑？社会风险的源头是现实的，还是文化的？哪些
机制在风险演化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关键问题还缺乏系统性思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案例研究的前提是选择适合研究主题的案例样本。为满足研究需要，研究
小组按照“目的性抽样”（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ｌ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原则选取样本案例。首先，要
求案例事件经历了明显的酝酿、萌发、发展和消亡阶段，各种风险形成、变异
得到了充分揭示；其次，案例事件曾经引发社会关注，便于获取丰富的二手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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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最后，便于实地观察，降低研究成本。根据以上要求，我们最终选择历经
２０年抗议风波的北京阿苏卫垃圾厂抗议事件作为研究样本。

资料搜集过程如下。①通过ＣＮＫＩ中国知网搜集报纸数据，并用百度等搜索
引擎查找相关报道、评论，获取案例事件脉络和细节；②通过网络交互媒体，
ＱＱ、论坛等与奥北业主建立联系，进行网络访谈，获取其感知风险和抗争态度
信息；③进入现场，项目组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三次进入阿苏卫地区。通过观察和
查询相关政府资料获取垃圾厂现实风险数据，采用结构访谈法获取抗议村民和
业主的感知风险数据。

（二）研究方法

为充分反映邻避危机演化中风险的变化逻辑，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
单案例研究较于多案例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细节的“深描”获得对问题
的全面和深刻了解。一般说来，案例研究分为探索性的和验证性的，前者目的
在于建构理论，因而适用于缺乏实质理论（包括构念、命题以及假设和变量）
的理论探索阶段，而验证性案例法则以验证已有理论的有效性为目的（毛基业、
李晓燕，２０１０；李春成，２０１２）。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风险演化的角度
切入，通过理论推演的方法获得一般性理论，而后以案例事件的演变过程和事
件细节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因而总体上属于验证性案例研究法。验证性案例研
究又被分成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苏敬勤、崔淼，２０１１），由于本文旨在通过案例
阐释理论框架，可以被看作解释性案例研究。

（三）案例分析

阿苏卫（蒙语“保卫”之意）位于昌平区小汤山镇和百善镇交界。阿苏卫
垃圾厂抗议是一串事件组，其发端于１９９４年底当时亚洲最大垃圾填埋场的建
设。按照抗议主体和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两个抗议过程，每一过程均形成了完
整的危机酝酿、发展、高潮和消退，甚至重启阶段。
１ ． 村民抗议垃圾填埋场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１４）。
阿苏卫填埋场建设初衷是满足东城、西城、朝阳、昌平４区生活垃圾处理要

求。据官方档案记载，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占地６０公顷，设计填埋量１ ２００ｍ３，
日处理能力达７ ０００吨）选址依据是“阿苏卫地区是地下水高氟带，不作为水
源补给区”，由于宣传采用“国际卫生标准”和“最先进的填埋工艺”，加之两
镇争夺征地补偿款，最终项目落地。然而，在项目运行６年后，填埋场周边生
活环境发生剧变，臭味、污水、蚊蝇以及一日几百车次的垃圾运输车辆让村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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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其苦。期间，阿苏卫村发病率大幅上升，在牛房圈村，４０岁以上者患脑血
栓疾病的比例高达６０％，９０％人口有呼吸道疾病（刘晶晶，２０１５）。环保专家
赵章元在此曾检测出严重的渗漏和污染问题。但北京市政市容委员会却在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填埋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永远也不会发生渗漏”。期间，
填埋场周边４村（牛房圈、二德庄、阿苏卫和小坨）村民发起多次拦截垃圾车
辆、堵塞交通抗议活动。并且，由于政府许诺的村庄搬迁一直未予兑现，更加
激发了村民的对立情绪，２０１４年５月村民重启堵路抗议。

在这一抗议阶段，我们发现，填埋场在选址敲定之时，其固有客观风险的
生产和分配随之发生，这一风险形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最终成为村
民抗议的肇源。由于客观风险的存在和加剧，使得感知风险的形成、积累和突
变成为可能。村民所感知到的环境风险、健康风险，加之未兑现的搬迁承诺所
形成的经济风险，最终造成其不断通过上访、聚集、堵路表达诉求，形成严重
的社会稳定风险。期间，北京市政市容委也曾试图治理污染和给予污染补偿，
以消解村民风险感知，但最终因治污失败而并未奏效。
２ ． 业主抗议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２００７年４月，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项目①获得批复；２００９年７月，垃圾焚

烧厂项目开始启动环评。然而，该项目在环评公示前并未真正调研项目周边相
关利益群体，或许更是出于对小汤山地区多座别墅社区的“忌惮”，北京市政市
容委只在其网站、 《昌平日报》和两镇（小汤山、百善）政府大厅予以公示。
不过，随着在小汤山镇政府大厅的公告被一帕纳溪谷业主“偶然发现”，以奥北
业主②为主体的抗议垃圾焚烧厂风波由此拉开序幕。在长达数月的抗议过程中，
抗议者先后组织了一次５０余辆车规模的“巡游”以号召奥北业主起来抗议，另
一次则是在９月４日“２００９环境卫生世博会”召开之际，发动超过百人规模的
“和平示威”。后一事件最终导致２０余抗议者遭政府带离，包括领袖人物黄小山
在内的５人遭拘（被媒体称为“９·４事件”）。抗议者在灰心失望之余，开始调
整抗议策略，并最终“逆转”了事件进程。１１月，奥北业主组成的“奥北志愿
小组”发布《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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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７年４月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北京市“十一五”期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实施方案》，将阿苏卫地区规划为北京市北部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由填埋场、综合处理厂、
焚烧发电厂三部分组成，主要处理东城、西城、朝阳、昌平四个区生活垃圾。

反建人士以奥北地区保利垄上、橘郡、帕纳溪谷、御汤山、汤ＨＯＵＳＥ等别墅小区业
主为主。由于此地上风上水，地下富有温泉，小汤山附近在２００９年陆续建起了多个高档别墅
区。这些高档社区最近的离垃圾场不到３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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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生死抉择》）①，开启官民通话之路。年底，黄小山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
谈”节目上与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王维平建立“走廊外交”，研究报告为官方所
知。２０１０年２月，黄小山作为反建人士代表被北京市政市容委邀请赴日和澳门
考察，官民对话正式缔结。３月，北京发布项目暂停公示，明确将再次征求公众
意见。６月，回国的黄小山自筹资金建立“绿房子”，开始探索垃圾分类处理和
“自循环”之路。２０１４年５月，焚烧项目拖延数年后，在垃圾围城的强大压力
下，北京重启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项目。与此同时，１０余座垃圾焚烧项目提上
议事日程。期间，阿苏卫地区又爆发村民抗议活动，其斗争的焦点仍在于无法
兑现的“村庄搬迁”。

总得来看，抛开案例中丰富的抗议者抗议策略和官民对话的细节信息，我
们发现，奥北业主的风险感知仍旧来源于（垃圾焚烧厂）实在风险，即便这一
风险仍停留在“概念”层次。这表明，感知风险作为一种心理预期，与项目固
有却难以度量的实在风险具有一种“非对称性”。并且，其感知风险形成社会抗
争（社会稳定风险）的速度之快、影响之广远超村民主导的抗议阶段，这表明
抗议者的个人和群体特征在此发挥了重要影响。案例事件的发展和风险演化过
程，见表１所示。

三、邻避风险链：概念与特征

概念的明晰有助于建立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在此，本文接受“风险本质
是损失的不确定性”的说法。损失性是风险的根本属性，而不确定性正是这种
损失产生的可能性（冯必扬，２００４）。基于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观点，本文将重
大工程项目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定义为，由项目固有的技术、环境和经济
风险引发公众风险感知，进而诱发公众抗争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
在此，我们基于案例，考察社会稳定风险所存在的一种从实在风险，到感知风
险，再发展为外显风险的“风险链”演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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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死抉择》通过大量学术文献和案例，结合阿苏卫地区生态环境约束，深入分析了
垃圾混合焚烧的危害，从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等方面提出了系统
的建议，并提出公众参与的诉求。但全文并未要求垃圾焚烧厂迁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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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在风险：生产与分配

由于技术和制度缺陷，财富生产的同时，风险也得以产生。以垃圾处理设
施为例，其规划建设为公众创造社会福祉和价值的同时，风险相伴而生。实在
风险（Ｒｅａｌ Ｒｉｓｋｓ，或客观风险，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ｓ）是社会稳定风险的逻辑起点。
邻避设施因其技术和工程属性、规模和与东道社区的空间关系，给外界环境和
社区带来的不依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的工程风险，主要包括技术风险、环境风险
和经济风险三种形态。技术风险是指风险技术在应用、转移、创新过程中所具
有或生发的风险（何江波，２０１０）。技术风险（包括工艺风险和管理风险）是
由邻避设施技术属性决定的，但却通过对生态环境和社区生产生活影响的不确
定性和损失性得以体现，即技术风险表现为环境风险和经济风险。环境风险是
邻避设施给东道社区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害可能性。大型建设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会给周边环境带来有毒有害气体及粉尘、噪音、污水、废渣、固废，危害地下
和地表水系统，甚至毁坏周边人文景观。经济风险是设施建设可能导致东道社
区经济利益受损的风险，主要由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财产价值折损和生产经
营成本上升等引起。邻避设施所固有的风险，也存在一种“技术风险－环境风
险－经济风险”演化路径，即技术风险引发环境风险，进而带来经济风险。

风险分配是与风险生产同时进行的，风险分配的前提是风险定义和评价。
而由于真实风险的不可计算性，这就引发了分配难题（张玲，２０１４）。于是掌握
专业知识的专家系统就成为了风险分配的权威主体，而在技术专家不明就里的
界定与争论中，风险被无限的搁置或者掩盖了。比如，多数垃圾焚烧厂的可行
性论证都对其风险估计“过于乐观”，污染处于“可接受水平”和“平均量以
下”“零污染不可能”等说辞，使得风险被传统数学公式和方法论争执的魔术帽
子变得不可见了（艾志强、沈元军，２０１３）。此外，由于不同主体风险接受度的
不同，工程风险分配又必然引发参与主体谋求利益的博弈行为，从而带来风险
分配的不平等和非正义（张玲，２０１４）。如关于垃圾焚烧技术，在环保领域一直
存在着“主烧派”与“反烧派”之争，“反烧派”不仅质疑垃圾未分类前提下
焚烧的可行性，甚至还质疑“主烧派”是否涉足垃圾焚烧产业利益链条（孟登
科，２００９）。

在风险的分配过程中，由于风险与财富的分配具有反向重叠性，“财富向上
层集聚，而风险向下层集聚”，风险常常和贫困为伍。而财富则可以获得更多安
全和豁免风险的权利，从而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话语阶层通过行使经济
权力（如搬离危害设施）、政治权力（如向当局施压）等途径逃避风险。以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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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焚烧厂为例，其选址建设意味着公共价值在其服务区域的整体实现，但公共
风险却被选址地社区承担，这种“价值—风险”分配的不均衡造成“邻避情结”
（ＮＩＭＢ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中外垃圾场选址实践清晰地表明，垃圾场选址环境风险分
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社会经济地位逻辑，农村和城市边缘区居民比城市居
民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聂伟，２０１３；龚文娟，２０１４）。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
作为邻避风险分配的实际权威主体，选址操作理论上遵循经济、生态和社会
“成本最小化”原则。但是，现实中往往由于话语阶层强烈的抵制而褪变为“最
小抵抗路径”原则，最终风险设施选址地甚至会背离生态破坏最小的初衷。

在阿苏卫垃圾厂抗议事件中，１９９４年垃圾填埋场选址在阿苏卫村主要原因
是“当地（昌平区小汤山镇和百善镇）因争夺征地补偿款”，而在“首都优质
地下水上游补给地区，北京主导风向的上风口”生态环境优美的小汤山地区建
垃圾场，从立项之初便遭诟病（北京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２００９）。２００７年在
原填埋场的基础上，拟建北京市北部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包括综合处理厂、焚
烧发电厂）的选址依据则是“原址复建”原则，其基本出发点是减少社会阻力。
而此后，奥北业主抗议的主要理由是“既然承认在小汤山建造垃圾填埋场是不
合理的，为什么还在原址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可见，政府在风险分配上，科学
理性让位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经济打算尤其是社会阻力多寡成了风险分配
的现实依据，经济地位低、社会资源少的城乡结合部社区成为“无奈”的现实
选择。

（二）感知风险：塑造与建构

感知风险（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ｉｓｋｓ）或风险感知（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是指由于实在
风险的生产和分配，而使得设施所在地东道社区主观感知到的风险。从建构论
的视角来看，当代社会并不是风险增加了，而是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大大
增加了，这是由于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刘岩，
２００９）。并且，由于立场和风险知识的差异，利益公众的感知风险与政府专家定
义的客观风险常存在“非对称性”，即两者可能在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官方
和技术专家给予“低微”风险定义的事项引发利益公众巨大风险感知的鲜活例
证比比皆是，比如被“妖魔化”的ＰＸ项目和“处处喊打”的垃圾焚烧项目。
在案例事件中，垃圾处理设施的决策者和营运者都试图将风险塑造为“微弱”
级别，而塑造的方式则显得十分微妙。在１９９４年填埋场规划选址时，在北京市
各大电台、官方报纸上将其宣传为“亚洲最大、最先进、最安全的现代化垃圾
填埋场”。而在２００９年焚烧厂选址时，由于受２００６年六里屯反焚烧和同年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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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反焚烧厂事件影响，北京各主要电台、媒体均未进行报道，而相关公众参与、
设施商遴选、规划和环评工作都只在相关政府和行业网站予以公告。这表明，
受多种因素影响，政府对风险的塑造至少在项目启动阶段是失败的。风险合理
塑造的前提是风险的充分揭示，只有将风险的可能来源、影响以及应对措施充
分地展示给公众，才可能获得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接受，才能将风险感知限制
在可接受水平。

由于受多种心理、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利益公众自我建构的感知风险
的结构极为复杂。一般认为，感知分析包括感知身体风险（如安全威胁、健康
恶化、发病率上升、死亡率增加）、感知环境风险（生活环境恶化）、感知经济
风险（感知房产价值下降、经营成本上升、顾客减少等）、感知文化风险（如地
方人文景观、习俗、宗教遭到破坏）、感知社会风险（除声誉下降外，还如社区
耻辱，因抗议导致失业、刑拘、报复等）和感知心理风险（如各种不良情绪、
抑郁、心理疾病等，对政府的不信任、挫折感等）等６大类风险。当前，对邻
避设施感知风险的研究，集中在感知安全／健康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利益
风险和感知声誉风险４个方面。在案例事件中，抗议者（包括村民和奥北社区
业主）表达了对恶臭、污水、蚊蝇、二英的担心和对健康威胁的焦虑，对政
府和设施运营企业的不信任，业主还强调说垃圾处理项目对财产价值和社区声
誉构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三）邻避风险链：概念与特征

公共设施邻避风险链（ＮＩＭＢＹ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ｉｎ，ＮＲＣ），是由邻避性设施实在风
险引发东道社区主观风险感知，进而外化为社会（稳定）风险的一组不断演进
的风险范畴，即“实在风险—感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连续统。如果说客观
风险是邻避设施固有的技术和工程属性，感知风险是内化于利益公众心理的社
会投影，那么社会稳定风险便是以上风险形态在一定场域和特定事件催发下不
断叠加、积累、突变和外化的结果。

在邻避风险链的生成过程中，常涉及“社会风险” “突发事件”和“公共
危机”一组概念。我们认为，对于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而言，社会风险即其引起
的社会动荡和失序的可能性和损失性，这与社会稳定风险属于同一概念。突发
事件是邻避风险演化系统内部或外部产生的足以改变风险性质和规模，导致事
态扩大和危机爆发的随机性事件。包括因设施在建或运营中发生的事故（如
２０１１年大连抗议福佳化工ＰＸ项目事件）、公众风险感知不断积累形成的自发性
抗议事件（如２０１３年广东江门抗议核原料事件，２０１４年杭州中泰抗议垃圾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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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厂事件）和与邻避设施无关的其他事件（如２０１４年汕头“９·２６”民众冲击
市委事件的起因为民众对征地拆迁和垃圾填埋场不满的长期积压，导火索是为
“营救被拘捕的参赌分子”①）三类。而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在突发事件刺激
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及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按照发生
学逻辑，三者之间存在“连续统”演化逻辑，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
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丁烈云等，２００９）②。而突发事件是引发社会风
险向公共危机演变的关键和触发因子（童星、张海波，２００８；刘晋，２０１４）。

如此，“实在风险—感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突发事件—公共危机”
就构成了完整的“风险—危机”连续统，这一架构有助于从全局和过程上把握
邻避现象，即不仅要以应急管理控制事件，更要从源头上预防邻避风险。

在中国社会场景下，“邻避风险链”呈现出典型特征：
１ ． “邻避风险链”具有高度的“进阶性”，是风险不断形变、量变、质变的

结果
“邻避风险链”存在实在风险、感知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三种形态。一般来

说，风险的演化存在“先客观后主观再外化”的运行逻辑，即随着设施选址、
建设和运营，实在风险得以产生、显化和积累，风险受众的风险感知得以形成、
强化，逐步演变为社会稳定风险。需要注意的是，一定程度上，感知风险的形
成可能会脱离实在风险而存在。此外，随着感知风险的累积，若没有外在事件
的刺激，可能形成“慢性”公共危机———风险受众因风险不断建构和积累而形
成自发性抗议事件；相反，若在外界突发性事件刺激下，则有可能形成“急性”
公共危机或灾难———风险受众因外部刺激事件激励而被动形成抗议事件。

案例事件中，村民和业主抗议的两个过程都遵循了上述风险演化逻辑。但
是，我们发现，在业主抗议阶段，抗议是随着垃圾焚烧厂环评公示被“偶然发
现”而发动的，而此时垃圾焚烧厂并未建成。这表明，感知风险完全可能脱离
实在风险，而仅仅作为一种“预期和建构的产物”而存在。另外，在两个抗议
阶段，由于都没有外部刺激事件的出现，抗议的形成都是风险感知不断累积而
“自发”形成的，即所谓的“慢性”公共危机。

在现代传媒和“自媒体”条件下，邻避危机常形成“线上”活动—“线
下”组织—小众抗争—大规模行动的逻辑进路。在信息隐瞒的情况下，风险受
众通过ＱＱ群、论坛、微博（信）、手机短信、电话等“线上”方式，进行风险

６１

◆专栏

①

②

（新闻１ ＋ １，２０１４）。
丁烈云、何家伟和陆汉文（２００９）认为风险是抽象的，危机是具象的；谈风险是为

了揭示问题，谈危机是为了解决问题；风险的概念是为了反思，而危机的概念是为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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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传播和情绪宣泄。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不断碰撞、发酵，诱发小规
模“线下”组织和抗议。风险受众的“线下”抗议一般遵循“先制度内、后制
度外”的逻辑，即先采用质疑、申诉、信访、诉讼等手段反映诉求，只有当制
度化方式被长时间漠视时才会形成上访、聚集、游行、静坐、散步，甚至以群
体性突发事件的方式爆发出来。至于采用大规模暴力方式，如冲击党政机关、
阻碍拆迁、阻塞交通、暴力打砸等形成恶性群体事件，则并不多见。

案例事件中，从建立反建ＱＱ群、奥北社区论坛和两个独立的反建网站，到
试图在帕纳溪谷社区建立维权业主大会，再到百余业主“巡游”奥北地区，最
后发展为农展抗议的“９·４事件”。奥北业主的抗议基本遵循了上述抗议逻辑，
抗议者对新媒体的利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①。
２ ． “邻避风险链”呈现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是各方利益和非利益博

弈的结果
邻避设施及其引发的危机事件涉及多个参与主体，如东道社区居民、企业

和社会组织、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专家、运营商、媒体和其他公众等。在各地
竞相培育垃圾产业链背景下，由于设施建设存在征地拆迁补偿、运营商特许经
营和发电入网、政府财政补贴等经济问题，容易形成利益博弈格局。在这一博
弈格局内，政府、运营商、专家出于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常结成“利益联
盟”②。在争夺话语权和表达利益主张时，弱势群体常常被忽视，公共参与和风
险沟通沦为一纸之谈，从而形成“一边倒”的决策局面。一些邻避项目从动议、
规划、选址、建设和运营常常历经数十年，期间各方利益角色不断登场，在争
夺话语权和实际利益中将邻避风险链推向复杂且高度不稳定的未知。

案例事件中，１９９４年垃圾填埋场的选址决策完全排除村民参与，在与市
（区）市政市容委谈判垃圾场选址问题时，出于填埋场“征地拆迁款方面的考
虑”，镇政府和村委会事实上代理了村民的参政权。事后，４村村民曾就污染补
偿、征地拆迁款和村庄搬迁安置，进行多次抗争，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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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的详细剖析，见作者另文《邻避危机演化中的官民行为与互动》。
我国垃圾发电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目前多地已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这一产业以补贴、上网电价、税收优惠为核心收入，企业毛利率较高。围绕相关利益所形成
的企业、政府、利益公众纷争是焚烧厂选址危机背后的重要原因（高广阔、曾晓莹，２０１２）、
（袁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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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标准为３ ５元／日／人，搬迁至今未实施①）。２００９年奥北业主与政府的博
弈，诉求则呈现多元和“进阶”性特点。在抗议初期，业主诉求为垃圾焚烧项
目停工搬迁（即利益诉求），但在“９·４事件”后不再要求项目搬迁，而是开
始质疑项目合法和合理性，质疑项目程序正义和公众参与不足。在质疑垃圾焚
烧技术的同时，业主希望能够推动政府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的垃
圾处理政策，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制度②。这表明，抗议者借由“垃圾议题”不
仅主张自己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利益，更重要的是追求政治利益的公民主张也
已显现无遗。在抗议者抗议策略和主张不断进化之后，邻避风险链便不再呈现
围绕“邻避设施”的单一语义争论特征，而表现出多元化的政治意蕴。
３ ． “邻避风险链”上的“放大效应”和“效尤效应”
在邻避风险链上，有两种效应值得关注。“放大效应”是指在风险传播和形

态变异过程中，风险的数量规模和影响范围成倍扩张的现象，这一效应存在于
风险演化的各个阶段。“放大效应”可能与感知者的收入、阶层、环境知识、环
保观念等有关，在严重的官民信任危机和政府不恰当作为情境下，放大幅度可
能更大。比如，案例中，我们发现奥北社区别墅业主群较于其他抗议者（如村
民、附近企事业单位）有着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村民在搬迁屡次受阻之后，
其感知风险大大增加了。此外，由于风险受众强烈的风险感知，在风险传播和
风险规避过程中，必然通过信访、申诉等手段予以抗争，当这种抗议遭遇推诿、
“踢皮球”等制度性壁垒“弹回”之后，“放大效应”甚至会诱发极为剧烈的非
理性行为。

“效尤效应”是指抗议者不良行为示范所形成的一连串波及效应，从而加剧
社会稳定风险。在案例中，由于填埋场周边４村村民抗议要求补偿和搬迁，出
于利益攀比，距离稍远的百善、官牛坊、于家坟等村村民也加入抗议中，并与４
村村民一同“加盖房子”。如果我们纵向考察北京市近年垃圾焚烧厂抗议事件，
就会发现阿苏卫抗议事件，明显受到２００６年六里屯抗议、同年高安屯抗议事件
的影响。如果将视野扩大到全国，近年持续爆发的反ＰＸ事件和反焚烧厂事件表
明，“效尤效应”在全国尺度上已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由于环保议题不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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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４年底，搬迁安置房建设工程已启动。访谈资料显示，搬迁拖延５年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说是原先规划地块（百善镇孟祖村）被百善镇政府建成商品房出售。另一是
“市、区、镇对搬迁补偿费用、用地指标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此次搬迁据说政府投入
“几十亿”。

摘自《关于反对在阿苏卫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意见书（第五稿）》（奥北业主和企事
业职工发布，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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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道德和正义的含义，又符合了国家政策诉求，因而是“政治安全”的（曾
繁旭，２００９）。这一常常取得成功的“散步”抗议策略，使得“效尤效应”可
能成为邻避危机演化的一种重要机制。

三、邻避风险链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

（一）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内生和外生视角，影响和形成邻避风险链的因素主要涉及主体因素、
客体因素、情境因素３个方面。不同因素对邻避风险演化的作用对象、作用方
式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１ ． 主体因素
主体因素是围绕邻避设施所形成的利益和非利益主体，包括东道社区（即

风险受众、利益受损者或抗议者）、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设施运营商三类核心
主体，和大众媒介、环保类ＮＧＯ、专家群体、环评公司、上级政府和其他间接
参与事件的广泛大众等边缘主体。案例中主要参与主体见表１。
２ ． 客体因素
客体因素是邻避设施本身固有或与东道社区空间关系相关的一系列因素，

包括设施因素（如类型、规模、技术和工程属性）、空间位置关系（主要是与东
道社区的距离）和污染物属性（如污染物性质、污染范围、强度和持续性等）。
客体因素是形成客观风险的根本来源。一般而言，环境风险类设施较之污名化
设施的客观风险更大；设施占地规模越大，技术越不稳定（成熟）、距东道社区
越近，客观风险越大；污染物的污染范围越大，污染强度、持续性越强，则客
观风险越大。
３ ． 情境因素
情境因素，是邻避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层次的宏观背景和具体场域。以

垃圾焚烧厂抗议为例，包括公共决策机制固化和封闭、危机治理机制缺乏弹性
等制度情境，官民信任危机、公民社会崛起、维权意识高涨、网络新媒体深度
利用等社会情境，垃圾产业利益链条、拆迁补偿等经济情境因素，城市整体环
境恶化和垃圾处理压力增大等环境因素，政府ＧＤＰ政绩观、上级问责、维稳形
势、官商利益捆绑、行政和司法救济僵化等政治法律环境，以及乡村地域的地
缘和血缘性等文化情境。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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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受众的风险感知是客观风险（客体因素）、主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中，风险感知可能因抗议者个体统计学特征和群体特征（如阶层、
同质性、结构等）的差异而不同；地方政府影响抗议者风险感知，则贯穿于邻
避设施选址论证、建设、运营和邻避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它通过调节抗议
者内在心理机制影响危机走向（Ｈａｎ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在邻避设施的论证（可行
性研究）阶段，地方政府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体现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上
（朱德米、平辉艳，２０１３）。一般认为，在选址阶段，给予东道社区更多话语权，
选址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有助于削弱感知风险。在邻
避危机治理阶段，政府对抗议者风险感知的影响是通过治理策略和行为施加的。
一般认为政府采用更为主动、积极、开放的治理策略，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市
民座谈会，推动各利益群体进行充分讨论协商，介绍政府决策困境和思路，则
有助于让各利益主体体谅政府苦衷，降低风险受众的风险感知，加强对邻避设
施的理解和接受态度。相反，若采取被动、消极和封闭的治理策略，如敷衍上
访群众、“踢皮球”、压制和行政处罚等，则可能增加风险受众的风险感知，加
剧政府信任危机，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刘德海，２０１０）。

情境因素对风险群体的风险感知和邻避风险链的演化起着潜移默化，然而
却可能是根本性的作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是公众风险
感知持续增长和邻避危机不断爆发的现实背景，而公共项目可行性研究、环评、
决策程序、公众参与、审批机制方面的制度缺陷则是为公众风险感知积累和邻
避危机提供了诱因，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则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困境（侯光辉、
王元地，２０１４）。

（二）邻避风险链的生成模型及演化机理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尝试构建“邻避设施风险链生成模型”，以进一步整合
和阐释邻避危机的风险演化逻辑（见图１）。这一理论模型表明，邻避风险链的
生成存在一种“自演化”逻辑，即在“情境—主体—客体”这一场域中，实在
风险伴随设施选址得以生产和分配，并借由感知风险这一关键的中介变量，形
成社会稳定风险。这一逻辑几乎无需外部刺激即可自我实现。

邻避风险链演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政府不恰当的策略与行为，而政府“非
个性化”行为方式却是相关体制机制框定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在制度情境
等情境因素下分析政府行为。在这一演化链条中，情境因素通过影响抗议者、
地方政府等主体而发挥了潜在却重要的作用，这一系列作用可概括为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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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尤效应、突变效应和扩散效应①，如此，我们初步厘清了情境因素对风险演化
的作用机制。

“实在风险—感知风险”链条的发生，大致对应于邻避设施（项目）的可行
性论证阶段（或建设运营阶段）②。在这一阶段，封闭、固化的公共决策系统
———以信息“漏斗”、公众参与“走过场”和风险沟通失败为特征———构成了这
一链条的加强机制。这一决策机制通过政府行为自发地将利益公众视为“自私”
“自利”“无知”，为小众利益不顾大局的“搅局者”，进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
求，甚至知情权和参与权难以获得保障。信息“漏斗”是指在项目选址、环评
和审批信息等方面，政府所采用的隐瞒策略；以及当利益公众追索信息时，采
用一种渐次“透漏”的策略，这形成了一种“漏斗”机制，即“告诉你所不想
知道的，隐瞒你所想知道的”（王新才、聂云霞，２０１４）。信息的缺失，将导致
严重的猜疑和不确定性想象，在自媒体情境下，容易造成“小道消息”和谣言
的泛滥，加深人们的风险感知。而项目规划和环评中公众参与长期处于一种被
动、局限、单一和“事后”状态，造成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虚化，是
导致环境风险演化成社会风险的根本原因（朱德米、平辉艳，２０１３）。风险沟通
不力则进一步强化了感知风险和不信任。

在案例事件中信息隐瞒、公众参与“走过场”和风险沟通失效均得到了验
证。如某业主说“如果是一个好项目，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知道呢？作为直接
的利益相关人，我们是最后知道的”。奥北业主对环评公示的范围、时限和内容
表达了不满。“贴在镇政府的通栏里，发在昌平周刊和自己的（市政市容委）网
站上，如果不是有居民去办事看见了，我们有几个人能看到呢？如果我们没有
发现，就没有反对，是不是公示就做完了？”接受访谈的村民和业主表示“从未
接受过问卷调查或参加听证会”。在赵章元发现填埋场发生严重的污水泄露和重
金属超标后，相关部门先是矢口否认，而后也未进行有效的污染治理。在奥北
业主要求与“主烧派”专家对话时，也未给予回应。这表明，在削弱风险感知
最关键的“实在风险—感知风险”阶段，官民互动所呈现的方式单一、单向、
稀少、无效的特征，为下一阶段风险突变埋下了伏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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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实际上，在社会稳定风险的积累中，在外部突发事件刺激下，极有可能形成“突变
效应”———即社会稳定风险以群体性抗议行为爆发出来。而小规模的群体行为可能又会通过
相互模仿形成“扩散效应”，造成更大的公共危机。

案例中，受限于环境知识，在垃圾填埋场建成运营多年，实在风险大大显化之后，
村民的感知风险才逐渐形成。而业主的感知风险在项目的环评公示阶段就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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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邻避风险链生成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感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链条则大致对应于邻避危机的治理阶段（实际
上没有严格的划分）。在这一链条，也存在一种加强机制———“刚性”的危机治
理机制，它具备风险沟通不力、应急管理失当和救济机制缺位三个重要特征。
当社会稳定风险已经露头，公众抗争开始显化时，风险沟通的不力和救济机制
的缺乏，使得公众诉求的理性表达恶化成非制度化的抗议———网上串联、集体
上访、静坐请愿、游行示威、堵塞交通等大规模抗议行为。应急管理机制和长
效解决机制的“缺位”，使得政府在合理诉求时置之不理，在群体事件爆发后一
味退让，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治理悖论。这不仅
印证了公众“腐败”政府的集体想象，加剧政治生态的信任危机，也进一步强
化了利益公众的风险感知和不公平感，诱发持续的抗争行为。这可从全国尺度
上，持续爆发和愈演愈烈的反焚烧厂、ＰＸ项目和核电项目运动中获得验证。

在案例事件中，我们注意到，所有的沟通诉求几乎都是抗议者发起的。抗
议者要求信息公开、污染治理和项目搬迁在前，而镇政府、区（市）市政市容
委等部门回馈在后，这表明案例事件中设施建设运营管理部门缺乏主动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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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和机制。不过，在“９·４事件”后，政府逐渐开通了沟通渠道，沟通开始
富有成效，如派遣市、区、镇三级领导和专家赴阿苏卫接受质询，邀请黄小山
赴日考察，主要官员参加“一虎一席谈”等。这为危机暂时化解提供了契机。

案例中，当局进行的应急管理基本上是成功的，村民屡次堵塞垃圾场和
“９·４事件”都得到妥善解决。但若观之２０１２年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地方政
府在应急管理方面的“昏招迭出”所付出的代价令人震惊。此外，案例中无论
村民或者业主均未申请行政裁决或者司法诉讼，访谈显示，村民似乎并不认可
这种制度化的诉求方式，这或许源于其法律意识的淡薄、诉讼能力的不自信或
者对政府（或者法院）的不信任。而业主未提起诉讼的原因则是因为设施还未
造成实际损害，法院不予受理。不过，公众针对邻避设施提起的司法诉讼遭遇
困阻，可从同年的高安屯抗议焚烧厂事件中获得经验证据①。在“感知风险—社
会稳定风险”及其以后阶段，通过良好的风险沟通、恰当的应急管理和健全的
利益救济，危机管理能够极大地削弱抗议者的风险感知，将社会稳定风险限定
在合理范围。不过，从案例看，危机是官方宣布“暂停项目”后才得以停息的，
这表明，事后危机管理无法从根本上削弱公众风险感知，彻底斩断邻避风险
链条。

四、结束语与讨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其阻断

风险研究走向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融合是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风险认识、
评估和管理的必然要求。制度主义观点为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文化主义观点则将风险研究和管理实践推向纵深。上述邻避风险链生成模型，
将社会稳定风险视为客观实在和文化构建叠加的结果，初步厘清了社会风险的
演化轨迹和各阶段影响因素，识别了“放大效应”和“效尤效应”等风险现
象，并进一步指出了“封闭”公共决策和“刚性”治理两类风险加强机制的作
用路径。其主要理论和应用价值讨论如下：

（一）有助于弥合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关于风险本质的分歧，并为理解邻避
型维稳困局提供了一种基于风险的框架。本文提出的“风险—危机”连续统，
指出了风险实在性与感知性的双重属性，这为将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观点纳入
统一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邻避危机所诱发的维稳困局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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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９年１月柏林爱乐社区业主将朝阳区高安屯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及运营商（北京
金州安洁废物处理有限公司）一并告上法庭。４月二次开庭审理。但最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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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的一种重要形式，上述“邻避风险链生成模型”从风险演
替的角度，初步厘清了邻避危机的生成逻辑，也为其他公共危机的机理研究提
供了一种新视角。

图２　 邻避风险链评估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为建构涵盖实在风险、感知风险和外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的综合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依据上文讨论，本文初步建立如图２
所示“邻避风险链评估指标体系”。

邻避风险链评估指标体系反映了邻避设施风险演化的全过程，有一定的灵
活性。在风险评估实践中，可根据风险管理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如在项目可行
性论证阶段，可重点对项目的实在风险、感知风险进行事前评价；在项目建设
和运营过程中，可重点对项目感知风险进行事中评价；在项目危机事件治理阶
段，可重点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事后评价。也可对三种风险形态进行综合性
评价。

（三）邻避风险链为从风险源头建立风险阻断机制提供了理论前提。风险阻
断机制是风险形成与演化的拆解机制，其中斩断风险受众的风险感知，并将其
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尤为重要。我国“闭性”公共项目决策机制难以保证公
众参与和信息沟通的有效落实，是邻避争端不断涌现的本质动因。因此，化解
“实在风险—感知风险”的关键在于在项目论证阶段实行真正的公众参与机制、
有效的信息公开和广泛的风险沟通制度，这是阻断风险演化的前提。而破解
“感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在于危机治理阶段的危机治理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
的协同。当前危机治理机制的“刚性”是邻避争端形成“闹解”和“多输困
境”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是危机治理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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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公众合理诉求阶段进行及时的行政和司法救济，将社会稳定风险消弭于
无形；在危机事件爆发时，及时采用信息发布、公众磋商、集会管理等应急手
段进行综合整治；在危机消弭阶段，采用经济补偿、社区回馈等手段进行善后
处理。

综述之，本文初步建立了邻避风险链生成体系，并结合阿苏卫垃圾设施抗
议事件对社会风险的生产、分配、建构和演化进行了讨论。从逻辑上看，本文
属于理论推演性的探索研究，从方法论看，采用了验证性案例研究法。未来，
可基于特定场域，对邻避风险链的各风险形态和影响因素，进行变量操作化定
义，并据此设计测量量表进行实地调研，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在实证层面进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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